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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末清初”這個概念在歷史學、社會學、思

想史等不同視域下所指的時間跨度有所不同 
(1)
，本

文從耶儒對話角度，把明末清初界定為萬曆中後

期利瑪竇來華到“中國禮儀之爭”後雍正帝完全

禁教這一時期，即1583年到1727年。天主教來華

推動形成了“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這一獨特的思

想景觀，使得明末清初這段歷史顯得異常有趣。

明末清初又可以分為明末早期、明末後期與清初

早期、中國禮儀之爭時期，分別對應着三代“儒

家天主教徒”。

“儒家天主教徒”這個概念最早由比利時漢

學家鐘鳴旦提出 
(2)
，用以指稱在明末清初耶儒

對話歷史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在思想和實踐層面

上試圖融合耶儒的特殊群體。這一群體又可以分

為兩部分：一是披着儒學外衣的外來傳教士，一

是頂着天主教光環的本土儒家士大夫。本文所說

的“儒家天主教徒”是指後者。
(3)
 中國本土“儒

家天主教徒”這一群體，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

教士“文化適應”路線的產物，代表了中國儒家

智識分子在對儒學的自我審視和批判中，試圖通

過與西來的天主教神學思想融會貫通以重構儒學

傳統的思想探索。思想史表明，這種融合和重構

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實。“ 儒家天主教徒”

現象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研究課題，同時也是哲學

和思想史考察的任務。

在明末清初綿延一個半世紀的耶儒對話

中，“ 儒家天主教徒”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角色

發展出獨特的理論體系。問題是，“儒家天主教

徒”的社會歸屬和根本的價值取向究竟是甚麼，

換句話講，“儒家天主教徒”以儒家還是天主教

為本位，究竟是儒家天主教化還是天主教儒化，

這些都是需要一一辨明的。如果要臚列出明末清

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名單，從早期的“教會三柱

石”到中後期的韓霖、李九功、王徵再到後期的

嚴謨、朱宗元、張星曜等人，我們會發現，他們

雖然都是儒家智識分子，絕大部分都有官位，可

以劃分到上層社會的行列，但是我們不得不說，

他們不能算是當時一流的大思想家，甚至大部分

連二流都算不上，但是或許正因如此，他們才能

摒棄文化優越論的心態，客觀正視自身文化的不

足而平等對待外來文化，同時保持着儒家修齊治

平的入世傳統以及對於文化生態的敏銳洞察力。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來華而產生的“儒家天主教徒”這一獨特群體，是當時特殊歷史文化

環境下耶儒融合的結果。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題下，“ 儒

家天主教徒”始終堅持儒家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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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整個中國思想史，以修齊治平為職志的儒家智

識分子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承擔着“士”之責任，

始終處於因應時局的最前列。中國儒家智識分子

承擔着兩種當仁不讓的社會功能和角色：其一，

教士角色；其二，先知角色。在社會相對比較穩

定時，前一種角色相對突出；當社會劇烈變遷

時，後一種角色相對突出。而明末清初將近兩百

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經歷了明王朝由盛轉衰直

至滅亡，以及大清鼎革的劇烈變動，“儒家天主

教徒”因緣際會同時承擔了教士和先知的雙重角

色。相對而言，先知角色的味道更濃一些，他們

引入天主教，也正是認為天主教可以作為儒學的

有效補充，在破中有所立，而非僅僅固守教士角

色抱殘守缺。但是具體說來，三個時期的“儒家

天主教徒”由於所處時代環境不同，他們遇到的

最迫在眉睫的問題也有所不同。第一代“儒家天

主教徒”處於明末早期，此時利瑪竇等傳教士初

來中華，這個時候中華帝國國運已漸露頹勢，文

化心理也漸失高勢，社會日趨腐敗，人心日趨不

古，整個社會彌漫着奢靡淫逸的風氣，透露出一

種死亡前狂歡的空虛，而傳統的理學已經不能打

動人心，王學末流則是逃禪入虛，救心是那個時代

的主題，即王陽明所謂破“心中賊”。以徐光啟、

楊廷筠、李之藻為代表的早期“儒家天主教徒”

出儒入耶，援耶入儒，莫不以救“心”為鵠的。

到了明末後期，明王朝已經內憂外患，病入

膏肓，此時“救世”是中心課題，王徵、韓霖等

人懸道濟世，胼手胝足，力挽狂瀾。中國禮儀之

爭時期，天主教傳教的外部環境大變，先是其他

修會圍攻耶穌會的會通路線，後羅馬教宗聖諭禁

止祭祖祭天，最終導致了康熙和雍正朝兩度禁

教，按照“利瑪竇規矩”平和存在了大半個世紀

的“儒家天主教徒”，發現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文

化認同都成了問題，於是他們試圖通過對天主教

典籍以及中國經典的雙向解讀來論證自身的合法

性，並進而維護一個世紀以來耶儒融合的中國開

教大業，因此這個時候的主題既不是救心也不是

救世，而是“救己、救教”，清早期相對比較深刻

的天主教教化未能延續。綜觀以上，三代“儒家天

主教徒”儘管在各個時期所面臨的問題有所差異，

但是他們的解決方法實際上是一致的，他們自覺

的歷史文化使命是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三

代“儒家天主教徒”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二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是否曾有過一種

深刻的文化和信仰的轉換，是否從儒家身份完全

轉化成天主教徒？宗教社會學家路易士 蘭博對

宗教皈依概括出幾種類型，包括背教、強化、強

徵、體制型轉化、傳統轉化。“ 儒家天主教徒”

在明末清初社會變革的歷史情境裡，確實有一個

自發的自我轉化過程，他們都是基於對自身傳統

的不滿而尋求新的文化和信仰出路。

對比路易 斯蘭博的分類，他們大體應該是

屬於“傳統轉化”這一類型。蘭博談到這一類型

時說：“ 個人或集體從一種大宗教傳統轉向另

一種大宗教傳統的運動，從一種世界觀、禮儀體

系、象徵世界和生活方式轉向另一種，這是一個

複雜的過程，它通常發生在兩種文化接觸和產生

衝撞的背景中。”但是，絕對意義上的“從一種

世界觀、禮儀體系、象徵世界和生活方式轉向另

一種”的宗教皈依，在明末清初的中華帝國並未

發生過，即使對於儒家基督徒這個小的群體也是

如此。要注意，天主教在明末第三次來華時，中

華帝國雖沈疴負重，但國力與文化影響力基本上

仍然處於高地。對於“傳統轉化”這種皈依類

型，蘭博繼續說道：“這樣的運動在整個歷史

上，尤其是在18、19、20世紀都曾出現過，那時

由於歐洲的殖民擴張，無數人被捲入這種皈依之

中。”
(4)
 可見，僅從蘭博的分類而言，明末清

初“儒家天主教徒”甚至連一種標準的“傳統

皈依”都算不上，更何況，“ 儒家天主教徒”

都是融合論者，他們雖然對自己的傳統有所批判

和反思，但是遠遠達不到拋棄的程度。他們採取

融合論的立場而不是完全天主教化，不僅僅是因

為傳統在當時的影響力，還因為他們對於傳統的

體認。我們可以借用晚清洋務派“中體西用”的

概念來指稱“儒家天主教徒”的這種融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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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姑且可以籠統地說，既然完全皈依沒有發

生，那麼明末清初那些接受了天主教的儒家智識

分子也就不存在改變自己儒家本位的可能。但是

這麼說，絕不是懷疑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

信仰的真誠，融合論在當時可謂是一種兩全其美

的做法，既可滿足自身信仰的需要，又可以心安理

得地不完全背棄傳統。
(5)
 就中國人固有的實用理性

而言，這似乎並不困難。從“儒家天主教徒”接受

天主教的動機、瞭解天主教的程度以及儒化天主教

的做法來看，這些方面也可以加強上述論斷。

接受一種信仰的動機可能是多元的，有理智

型，有感情型，也有靈異型，還有工具型以及他

人影響型，大多時候是多種原因導致信仰或改

信。當信仰活動牽涉到文化傳統、禮儀設置、生

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轉變時，更是如此。明末清

初“儒家天主教徒”接觸天主教並發生信仰，是

一個很複雜的事件，難以一一釐清，但是大體而

言，理智型和靈異型作為兩個對立的極端，都是

極少見的，儘管這兩種是宗教信仰動機中最為純

粹的。他們的入教大都混雜着感情型、工具型以

及他人影響型等多種動機，而對於一種宗教信仰

而言，這些動機都不是成熟的也不是純粹的。如果

我們實際考察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對來華天

學”的瞭解程度，以及對天主教道德化、聖學 (天

學) 化、實學化的做法，就更可以印證這一點。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對天主教的理解

其實是不足的。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由

於受客觀條件諸如語言、翻譯、思想禁止等方面

的限制，直到中國禮儀之爭爆發，中國本土信徒

實際上連一本完整的《聖經》都未見到 
(6)
，當

然這也跟天主教的教理有關，天主教並不認為民

眾和信徒應該直接閱讀《聖經》。 另一個原因

和傳教士有關，就不同的修會而言，其教義與傳

教策略也有所不同，對中國教會影響最大的耶穌

會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擁有強大文化傳統和超穩定

政治力量的國度，因此，他們制訂了自上而下面

向知識和士大夫階層的“文化適應”策略。按照

這一策略，他們並不追求信徒認知架構、價值系

統上的全面轉化和靈性的完全神化。為了達到傳

教的表面效果，他們甚至有意回避天主教理論中

的“基督論”，而刻意彰顯“上帝論”，這是因

為“上帝論”可以和中國古書相配合相印證，而

對於“基督論”，中國人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

的。傳教士的做法自然也影響中國信徒對待天主

教理論的嚴謹性，他們的融合理論實質上就是以

一種“擬同”的方法將之納入自身原有的認知結

構之內。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就認為明末清初的中西

文化交流是一種建立在雙方“誤讀”基礎上的 
(7)
，

這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

中國是一個倫理型社會，總是習慣於以道德的

角度看待一切，明末清初的中國人將來華天主教作

道德化解讀，這一點直到被禁教亦未改變。宗教固

然提供一種道德教化，但是中國人似乎對其中的基

督、超越及救贖思想無理解，也無法接受。天主教

道德化不但降低了宗教的深度，也使得中國人覺得

西方的道德觀念和中國相比並不十分高明，這當然

會降低天主教的絕對權威。徐光啟說：“ 間嘗反覆

送難，以致燕語雜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

孝大旨，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增訂徐文定公集》卷一《幾何原本序》)再有就

是天主教聖學化或者天學化。“ 天”在中國文化中

具有獨特的宗教、道德等含義，以天學來稱謂西方

文化，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義的做法。

另外，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很嚴格的學科

概念，而是籠統地以“學”“ 教”來稱謂古代

留下來的文化遺產。皈依天主教的中國士大夫們

從未將天主教當作一個獨立的信仰體系來對待，

因為在中國傳統的政教模式中，宗教是依附於政

治而存在的，中國語言中實際上也沒有一個詞語

可以和西方的“Religion”相對應；而且中國本

土的“儒家天主教徒”們也從來未曾覺得接觸天

主教的唯一目的就是信仰，中國人會覺得，西來

的天主教和它的科學、技術是一個系統，是一個

整體。有趣的是，耶穌會士很多時候也是邊向中

國人展示“奇技淫巧”的科技器物邊傳教的，這

使得中國人以中國式的“學”來指稱他們看到的

西方文化，這樣就更強化了以“中”為體的文化

本位意識。如此，“ 儒家天主教徒”就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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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西方文化納入“聖學”體系，以體現“道學聖

脈”，無論是對西方的科學還是宗教，都是如此

處理。譬如，徐光啟就認為西方的數學不在聖學

之外：“ 我中夏自黃帝命隸首作算，以佐榮成，

至周大備。[⋯⋯] 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謂之登

堂入室。使數學可廢，則周孔之教舛矣。”
(8) 
李

之藻在編選《天學初函》時，就是“臚作理器兩

編，編各十種”；徐光啟在對“天學”分類時，

也說“先生 (利瑪竇) 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

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

如此完全以中國的文化習慣來裁量西學，“ 中

體西用”意圖明顯。將“天學”實學化也體現出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對待天主教的工具心

態。明中葉後王學末流凌空蹈虛，束書不觀，空

談心性，面對此種情形，包括諸多“儒家天主教

徒”在內的智識分子大倡實學，希冀提振世風，

挽救明末頹局。

利瑪竇來華，使得中國智識分子看到“天

學”在道德、民生諸多方面的實際補益，他們從

現實功用的角度來說明皈依“天學”、傳播“天

學”的正當性和有用性，這分明體現了中國儒家智

識分子“濟世”的渴望。將西方文化道德化、天學

化、聖學化、實學化，既是中國文化高勢的表現，

也是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民族文化慣性的體現。

但是當我們強調“儒家天主教徒”對待天主教的

實用心態時，並不是說他們完全忽略了天主教的

宗教性，也不是說他們採取融合論的時候沒看到

兩種文化的差異，但是他們對天主教的瞭解很不

完整、對待天主教的態度並不純粹也是事實。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在存在方式和行

為方式上，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儒家本色。此

處分析的困難在於“儒家天主教徒”所處時期不

同、人數眾多，分析是否會以偏概全，其中的

“度”如何把握。而且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分

析涉及日常生活的實踐，社會學的要求要大於理

論分析。首先要回答兩個問題，其一究竟甚麼是

儒家，其二在明末清初儒家有甚麼特色。儒家就

是遵循儒學基本原理並身體力行的人，也可以稱

為儒者。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早探討儒之起源的

是漢代學者劉歆。《漢書 藝文誌》引其《別錄》

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

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

言，於道最為高。”這裡的“儒家者流”，按語

曰：“ 儒者，主於誦法先王，以適實用，不必

言心言性而後謂之道也。”在春秋戰國禮崩樂

壞、“道術為天下裂”的生活環境中，孔子創立

了儒家學派，這是“君子儒”的真正開始。儒家

是具有儒學背景且實踐儒學精神的學派，經過孔

子及其弟子的闡創力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

體系和存在方式，體現了一種獨特的儒家精神。

儒學經過歷代演化，雖然在理論上有所損益，但

是原始儒家濟世尊禮、修身俟命的精神卻保留下

來，張載一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最能體現儒家的使命

感和理想人格追求。到明末，儒家的存在方式經

過歷史積澱已經大致成型。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多為士大夫，

他們從小浸潤於儒家的倫理綱常和禮儀教化之

下，當他們接觸到一種新的宗教並認信之，他

們固有的倫理傳統和生活方式就與之產生了巨大

的衝突。黃一農將徘徊在天、儒間“首鼠兩端”

的明末清初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稱作“兩頭

蛇”。
(9)
“ 儒家”這一稱謂不僅僅是理論追求，

還包括行為，這也是中國文化所謂的“知行合

一”。“ 儒家天主教徒”仍然保持着儒家的生

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一) 他們在入教後仍

然保持着傳統士大夫“入世”的社會情懷和憂患

意識；(二) 他們入教後仍然大致按照儒家倫理修

身、生活；(三) 他們入教後的信徒生活是不穩定

的、隨機的且很難善終的；(四) 當儒家和天主教

徒的身份發生衝突時，最終回歸儒家。不過，較

之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認信程度相對較高，

如在張星曜、嚴謨、朱宗元以及李九功、李九

標兄弟等人身上表現出的天主教信仰追求就非

常強烈 
(10)
，這可能和一個多世紀的神學積累浸

潤有關，他們身上的“陽‘天’陰儒”的色彩要

強一些，但其儒家本位仍然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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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後考察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文本

寫作所體現的理論性質。就明末學術大勢來講，

在思想正統層面，理學仍然是官方的主導，但也

愈顯僵化，影響日衰。作為對理學之批判的王學

在經歷數十年的思想革命後，越發走向逃禪入

虛，引發東林學派在道德層面以及實學層面的糾

彈。但是到了清初，理學由於政治的原因再度復

興。明末有識之士明銳地認識到儒家思想內在的

不足，也認識到在經歷宋代儒佛道思想的互補互

生後，佛教似乎已經耗盡動力無可能幫助儒家別

開新面。於是儒家智識分子嘗試追求新的思想資

源以補益日漸僵化的儒學。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社會和思想環境並不同

於清末，後者已經在各個層面顯露出病態和弱

勢，西方的強勢是很明顯的，“ 中體西用”明顯

缺乏社會基礎。而在明末，儒家思想相較於其他

思想，其主體地位不是輕易可以撼動的。萬曆年

間初來中華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現的是一個具有悠

久傳統但是稍顯疲態的東方，文化適應路線是唯

一可行的選擇。況且傳教士來華所帶來的西方文

化仍然停留在中古時代，除了宗教信仰無法比較

外，其他的祇能說是新，不能說特別先進。從歷

史經驗的角度看，儒家士大夫接觸到全新的西方

文化和信仰資訊時，一定是欣喜的，但是也一定

是理智的。走耶儒融合之路，援耶入儒、補儒、

翼儒，應該是他們必然的選擇。

儘管傳教士們的最終目標是“超儒”，但這

不是儒家士大夫所關心的，徐光啟所說的“補益

王化、救正佛法”才是普遍的思想意圖：“蓋彼

國諸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

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

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

意。其說以昭示上帝為宗本，以保救生靈為切

要，以忠孝慈愛為功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

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

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 臣嘗論古來

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

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蹠

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愈嚴，欺

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治之心，恨無

必治之術。於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

報在於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蹠，似乎皆得

其報，謂宜為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千

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

也。說禪宗者衍老莊之旨，幽邈而無當，行瑜伽

者雜符讖之法，乖謬而無理。且欲抗佛而加於上

主之上，則既與古帝王聖賢之旨悖矣，使人何所

適從，何所依據乎？必欲使人盡為善，則諸陪臣

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

正佛法者也。”
 (11)
 徐光啟還有一句意味深長的

話：欲求超勝，必先會通。超勝甚麼，當然是超勝

外來的文化。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張星曜“超儒”

的味道更濃一些，但是他也曾說道：“ 予友諸子

際南先生，示予以天教之書。予讀未竟，胸中之

疑盡釋。方知天壤間，是有真理，儒教已備而猶

有未盡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之不可。”

基本上講，在傳教士入華早期，耶儒融合的

程度比較深，思想創造比較突出，越往後時事逼

迫，理論功夫越淺，實用性要求以及救亡圖存的

需要越強烈。那麼，“ 儒家天主教徒”耶儒會

通的結果是甚麼？我們先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會通

的，然後來分析他們會通所產生的理論體系的性

質。會通或融合的前提是二者的本質共同性
 (12)
，

但是，無論是傳教士還是中國本土儒家智識分子

都沒有去深思這個問題。對於傳教士而言，他們

的目的當然不是要說明中國除弊開新，他們的目

的是在信仰上歸化中國，這決定了其合儒排佛的

路線完全是策略性的，他們當然也較少深思理論

的真理性問題 
(13)
；而中國本土儒家智識分子想

當然地認為陸象山“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說法

一樣適用於西方文化。因而，專注於那些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進行融合的方面而忽略那些具有根本

性差異的方面，就成為傳教士和儒家天主教徒共

同的做法。比如，對於天主教的“Dues”一詞，

可以古代典籍中的“上帝”概念與之對應；而對

於儒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命題和原理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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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常注重技術性。“斥近儒、合古儒”是傳教

士和“儒家天主教徒”進行儒學重建的策略。近

儒就是宋明理學，而古儒就是秦漢之前保留在古

代經典裡的思想。他們給出的理由是經過秦漢以

後，尤其是佛道思想的侵蝕，儒家思想已經異

化，面目全非。利瑪竇在《天主實義》裡就明確

認為理學的“天理”“ 太極”概念完全背離了上

古具有人格神形象的“上帝”概念。
(14)

中國本土“儒家天主教徒”追隨傳教士的路

線，除了感情上相惜外，還有一點就是“儒家天

主教徒”大多是心學家，對於理學本身就持排斥

態度，他們出心學入“天學”，最後的理論結晶

則是“天主教化儒學”。從“天主教化儒學”

本身的性質看，它的思想屬性也仍然停留在儒學

範圍。首先，從對待西學或天學的總體態度看，

徐光啟在〈辯學章疏〉中所謂的“欲求超勝，必

須會通，會通之前，需先翻譯”的會通路線以及        

“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的說法可以說

是整個晚明入教儒士對待天主教的總體態度。至少

在晚明，“合儒”“ 補儒”是他們所認可的，至於 

“超儒”，則更多是傳教士念茲在茲的目標。徐光

啟的路線後來都被奉教儒士所認可，有意識地把天

主教納入中國傳統思想的範圍內以耶釋儒、以儒

釋耶，因異求同、以同述異，在中國傳統文化框

架下闡發儒家思想新的統緒。儒家天主教徒這種 

“曲線救國”式的路線甚至導致清初蔚為壯觀的    

“西學中源”論 
(15)
，傳統的力量可見一斑。

因此，我們說中國儒家智識分子是以儒學為

主幹去同化天學，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

從“天主教化儒學”的語言結構看，也可以看

出“儒家天主教徒”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的框架

內以耶釋儒、以儒釋耶。儒家天主教徒斷定“耶儒

原同”，然後去“合”儒，卻是仍然運用中國的

漢語言語詞和理解習慣去“本土化”天主教教義

和教理。奉教儒士以天主教教義教理去闡釋一些

儒家基本命題和思想時，基本上保持着漢語的認

知習慣。漢學家謝和耐問道：“ 希臘哲學或中世

紀經院哲學的發展，是否可根據諸如漢語那樣的

中國語言來理解呢？以至於後來的一位基督教傳

教士哀歎道‘漢語是如此不完善和如此臃腫的工

具，以至於很難用它來傳播神學真詮’。”漢語

言在語言結構、文法等方面如此異於西方語言，

考慮到洪堡和尼采等人所論證的語言、思想、思

維方式之間的一致性，我們可以推定，儒家天主

教徒想要用傳統漢語建構起一套天主教教理哪怕

是本土化的天主教教理，在晚明不算太長的時間

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

“儒學一神論”中的“儒學”和“一神論”

兩種文化傳統相互作用構成一種新的思想體系，

並且保持着儒學的思想屬性。按照人類學家張光

直的觀點，中國文化傳統以及信仰體系缺乏猶太

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式的高級宗教形態的“一

神論”。 這一論斷包含了兩部分含義。一是中

國文化和社會是多神論甚至是泛神論傳統，實用

理性決定了中國人在信仰問題上“追尋一己之

福”
(16)
，“逢神必拜”，那種絕對神聖的信仰對

於中國人而言是很陌生的。二是中國文化中的   

“神”和天主教等一神論宗教理解的具有絕對超

越性質的“神”的含義大不相同。中國文化中

的“神”，和“鬼”一樣祇是既死生命的兩種存

在方式之一，明代的《正字通 示部》釋“神”

為：“神，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氣之伸者為

神，氣之屈者為鬼。”《 道德經》中“天、地、

神、人”的四方結構也很能說明問題。“ 儒學一

神論”是對儒學中被模糊了的上古天道信仰的“一

神論”化，它將天主教中的唯一神“Deus”等同

於中國古代經典中的“天“或”上帝”，其深層

次的目的在於，希望借助於天主教解決晚明社會

價值失序、信仰混亂等問題，這正是張星曜所謂

的“儒教已備而猶有未盡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

之不可”。 在整個晚明儒學宗教化背景下將儒學

天主教化也就是“一神化”，並且認為這祇不過是

回復原始儒學本已有之的天道信仰，“天主教化儒

學”的生存論基礎就在於此。從本質上講，“ 天主

教化儒學”是儒學的宗教化。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文化缺乏張

光直所謂的嚴格的猶太教、基督宗教的一神論傳

統，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中沒有一神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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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說中國宗教傳統一定是低級的。張光直的

結論是根據先秦文獻和考古所得出的結論，這一

結論對於先秦以後的儒學並不太適合。在晚明，

儒家天主教徒實際上對一神論的傳統並不算太陌

生。因為宋明以後的儒家追求天人合一、理氣統

一，儒家這種一元本體論裡面已經包含有一神論

或者一神教的因素，比如，他們反對“淫祀”，

主張“天地唯一”、“ 理一分殊”。 萊布尼茲

在〈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致雷蒙德的信〉

中就說中國人的儒學中所信奉的“天”“ 道”         

“理”是一種“自然宗教(或自然神學)”
(17)
，而

伏爾泰更是直接說中國宗教是一種西方宗教才配有

的“理性宗教”。17世紀歐洲的中國觀認為中國文

化是唯一可以與西方文化相媲美的文化體系，即

使是宗教層面其也已達到相當高級的程度。這些

論斷都是以宋明儒學為依據的。

從以前的論述可知，晚明儒家天主教徒並不

像傳教士一樣對宋明理學採取完全拒斥的態度，

他們是有選擇的接受，畢竟他們從小就浸染於其

中。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理解並接受一神論的傳統

是有思想鋪墊的，他們接受天主教中的一神論，

是和先秦以後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形上一元論的思

維方式相關的。他們基於宋明儒學，借鑒天學，

進而宣稱復活古儒中業已存在的“一神”信仰，

邏輯上也是說得通的。有人認為“儒學一神論”

中儒家天主教徒已經改變了自身所秉執的儒家此

世的價值傳統，因而儒家天主教徒已經背離了儒

家傳統，應該把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學思想抽逸

出儒家思想傳統來理解，這是對儒家思想尤其是

經過了宋明受佛教影響後的儒學的不理解。中國

儒家傳統從來就不是僅僅限於“此世”價值的，

也不是無神論的，準確講應該是非神論，是“天

道(具有神性)- 人道”互動的神人體系。

晚明時期的中國，已經受佛教浸染了一千來

年，那種來世、靈魂、報應的觀念早已深入人

心，即使是純粹的儒家士大夫對其也並不排斥。

判斷是否儒家的標準，從根本上講，不是看其關

注點在此世還是來世問題，而是此世狀態問題，

也就是說，一個具有儒家此世性的儒者並不關心來

世怎樣，他所關心的是在此世是否“盡人事”， 儒

家天主教徒轉向天主教之前已不是純粹的原始儒

家了，他們大多都亦儒亦佛，但是仍然自稱儒

家，現在由耶代佛，仍然能保持儒家，是可以

做到的。有人認為天主教和佛教不同，但是儒家

天主教徒所接觸的天主教是純粹意義上的天主教

嗎？不是的，這裡的天主教本身就是“儒家式”

的天主教，“ 天主教化儒學”的結構、敍述方式

也基本上仍舊是儒家式的，而內容則是經過天主教

改造後的儒學，天主教的那種“天堂地獄說”、

“ 三位一體說”、“ 道成肉身論”、“ 救贖

論”等最具天主教特色的理論從來就不是儒家天

主教徒思想的中心，他們的理論中心仍舊是在儒

家框架內思考安身立世的問題，祇不過是以復活

中國古儒的名義為注重此世的儒家安置了來世，

這種安置一點兒也不影響此世的擔當。所以那種

認為天主教來華方改變了中國人的此世世界觀的

說法是不成立的。連利瑪竇也深信中國人的那

種“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的自然理性極不

容易接受啟示真理中的超理性、超自然的神學教

義，所以晚明的儒者成為“天主教徒”，也不可

能是那種完全宗教皈依式的以來世為絕對價值追

求的天主教徒。

中國本土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學體系祇是復

活了秦漢以後被隱沒了的人格神性，實際上，這

種人格神性在先秦典籍裡“古已有之”。魏晉玄

學一系、宋明理學一系都可以算作儒學思想的新

路向，如何回歸古儒、用天主教昭明古代信仰就

不是一種新的言路？如何可以說秦漢以前的人格

神信仰的路向就是完全被拋棄的呢？對於思想而

言，是不能完全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待的。應該

說，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學體系是一種接

續古儒的新學統體系。他們對於那個時代的學統

思想不滿，因此在天主教來華時，希望借助於天

主教教義創造性地回歸古儒，在補儒前提下，尋

求儒家思想的新出路，這也可以為自身的天主教

信仰做出合理性的解釋和證明，使得耶儒實現某

種程度的融合和統一。他們甚至認為天主教才是

真儒，宋明理學摻雜進太多佛道思想而背離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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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所以說，應該放寬儒家和儒學的觀念界定，

歷史的詮釋本來就是開放的，儒家天主教徒仍然

堅持在儒學框架內融合耶儒，即便是晚明傳教晚

期，“ 超儒”的提法開始從傳教士延伸至奉教儒

士，那種絕對的“超儒”也從來沒有發生，他們

所謂的“超儒”實質上仍然是在儒學語境下探求

儒學發展新路向的一種嘗試。後來的反教運動，

實際上也都是站在理學正統的立場上對非正統思

想的非議，是在用一種儒學立場反對另一種儒學

立場。這充分體現了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天主

教化儒學”或者說神哲學體系的儒家本位性。如

果考慮到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國士人根深蒂

固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以及對比佛家入華後儒

釋融合所產生的那些所謂的“佛教徒儒士”
(18)
，

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的儒學本位性是

很明顯的。

從學統的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晚明儒家天

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看作是儒學在晚明時期

新的變種和發展，它代表了晚明困境中儒學在理

學和心學之外的第三種發展道路，應該將其放在

儒學發展史和儒學形態演化史的視野下予以考

察。晚明清初，儒學形態轉化是思想界的基本主

題，其間經世之學的興起可以說是儒學道德經世

形態對宋明以來儒學形上學形態的背離，就像宋

明理學是對漢代經學以及政治儒學的背離，也都

是對先秦原始儒學“實存道德描述形態”的歷史性

發展。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學”，是

撇開“近儒”上接原始儒學 (即“古儒”) 的一種

儒學新形態。這種儒學新形態或者說儒學的新學

統有三個重要的特徵：其一是顯而易見的耶儒互

補；其二是強烈的宗教性特徵；其三就是“實學

性”。“ 天主教化儒學”具有宗教性，但絕不是

說它成了一種宗教，它祇是在思想層面表現出對 

“至高存在者的回應”，這個“至高存在者”是被

天主教教義和教理顯性化了的古儒之“上帝”，宗

教性第一次成為儒學直接的而非隱含的特徵。應

該說這是對於一向以“內聖外王”式的成人成德

為現世訴求、以“天人合一”為終極關懷的儒學

追求的一種思想深化。

但是“天主教化儒學”其本身並不是一種宗

教理論，它不是宗教，卻有“一神論”的神學觀

念。客觀上講，稱之為一種“宗教人文主義”倒

是比較中肯的。《詩經》《尚書》等古代經典中

的“帝”“ 天”信仰一起構成中國早期的宗教

信仰體系。殷周之際，正如王國維所言發生了中

國文化的巨大變革，人文主義出現，從“天命不

僭”到“天命靡常”，於是周公提出“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的“以德配天”思想。但是這

場“人文主義運動”並沒有改變中國文化的宗教

屬性，“ 天”仍然是人格神，這樣，周初以後

的中國思想就是宗教和人文主義的奇特混合體，

也就是“人文主義宗教”。 從馬王堆帛書〈要〉

篇得知，孔子看到的《周易》三個層面的思想指

向，就是屬於宗教層面的“贊和數”，以及屬於

人文主義層面的“德”。人文主義在西周後期至

春秋之際才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性與天道”

問題開始提出，也就是說，人性論以及“義理之

天”出現了，這樣以儒學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才超

越宗教逐步佔據主體地位，中國文化屬性開始嬗

變為“宗教人文主義”
(19)
，這一點在《論語》中

有所體現，儘管《論語》中“天”的屬性，正如

馮友蘭所言，依然是多重的。所以《論語》時

代，“ 宗教人文主義”的特徵比較明顯，但是

孔子之後的儒家思想越來越趨近於人文主義。這

樣，從宗教與人文主義的關係看，我們可以很清

晰地看到中國思想的一個譜系：原始宗教——人

文主義宗教——宗教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包括

以後的宋明理學)。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學”，所

要回歸的正是“古儒”的“宗教人文主義”，也

就是說，越過宋明儒學的形上儒學以及人文主義

的儒學，回到《論語》和《論語》以前的“宗教

人文主義”形態，而不同於傳教士們的“儒化天

主教”所要回歸的“宗教人文主義”興起之前的

純粹宗教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講，晚明儒家天主

教徒的“天主教化儒學”保有儒學的宗教性，是

一種“宗教人文主義”。
(20)
 祇是這種“宗教人

文主義”和傳統儒學本身所具有的“宗教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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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比，由於天主教思想的加入，其宗教性程

度更重一些。這樣天主教意義上的“一神論”與

儒學結合所產生的儒學的宗教性，也就是“宗教

人文主義”，構成了“天主教化儒學”的一種基本

特徵。宗教性本身就蘊含在儒學中，但是儒學思想

氛圍中“一神論”意義上的宗教性卻是新穎的。

再有就是它的“實學性”。 它是在晚明大

興經世之學的思想環境中產生的一種儒學訴求，

由於晚明理學僵硬、心學空疏，儒家天主教徒在

回應“至高存在者”之外，還將天主教當作一種

具有實心、可以實行、有實功的實學。晚明的道

德困境正表現為徐光啟所謂“帝王之賞罰，聖賢

之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因

而“空有願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的境況，而

天主教卻是“實學”，“ 實行”之學。楊廷筠說

道：“西賢之行皆實行也，其學皆實學也。[⋯⋯]

以敬天地之主為宗，即小心昭事之旨也；以愛人

如己為事，即成己成物之功也；以十誡為約束，

即敬主愛人之條件也；以省愆悔罪為善生善死，

即改過遷善降祥降殃之明訓也。近之，愚不肖可

以與能；極之，賢智聖人有所不能盡。時有課，日

有稽，月有省，歲有簡察，循序漸積，皆有實功。

一步蹉跌，即為玷缺，如是乃為實學耳。”
(21)

晚明實學所包含的內容，除了利用厚生的技

藝之學，再有就是能夠實現有效道德踐履解決人

生終極問題的宗教、倫理方面，這正合朱熹所謂

的“放之則彌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

窮，皆實學也”之論。在晚明經世思潮背景下

來理解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的學統構

建，是符合當時的思想環境的，也符合前面第三

章談到的儒家天主教徒對儒學的批判以及改造目

標的。另外，“ 天主教化儒學”所帶有的“一

神論”式宗教信仰的思想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決儒學所畏之“天”偶或導致“善惡無報”的難

題，這正是用明確的“天主”訓導來實現對於王陽

明所描繪的中晚明以來“波退風靡、為日已久”以

至於“何異於病革臨絕”的道德頹境的有力矯治。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天主教徒依然是把宗教和倫理

混同，認為二者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晚明儒家天

主教徒習慣於倫理化天主教，這正是中國傳統宗教

倫理化的思維慣式。儒家天主教徒希望通過引入天

主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也希望通過融合耶儒學理來

為儒學再造學統。所以，以實學的角度理解“天主

教化儒學”是可以的，就像它本身具有的宗教性一

樣，並不妨礙“天主教化儒學”的儒學本性。在上

述意義上講，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天主教化儒學”

並沒有逸出儒學思想史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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